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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世界经济史视域看中国现代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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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国是世界的一部分，中国经济发展也与世界紧密相关。一方面，中国现代经济的发展离不开
世界经济发展的场景，当然世界作用于中国经济不只是积极的，也有消极的一面；另一方面，世界的发展也

离不开中国。中国经济发展道路与其他国家的经济发展道路有着共同的律动，又有自己特色，独特的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发展道路使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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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引言
中国经济发展是历史上的一个宏大叙事，现代

中国经济改革的奇迹更是构筑了世界经济史上的

一个别样风景。审视中国经济发展历程，尤其是现

代中国经济改革开放以及由此引致的“中国奇迹”，

是中国经济史研究者义不容辞的学术责任。近年

来，学者们在此领域内多有建树，成果迭出。然而，

一个明显的不足是视域不够宽广。经济史作为一

门经济学和历史学的交叉学科，其本质上是“史”。

历史是不间断的，今天的现实离不开昨天的历史，

而昨天的历史又深嵌在前天的历史尘埃中。人类

社会的历史也不是孤独的行者，即便是农业文明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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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各大文明也有着同频共振性，并非完全阻隔。

地理大发现以来，经济全球化迅速推进。因此，各

个国家的经济发展不可能在一个与世隔绝的状态

下发生，中国也是如此。研究中国经济发展，尤其

是中国现代经济发展，忽视历史和隔绝世界都是致

命的错误。

有鉴于此，本文拟把中国现代经济发展放置在

世界经济史视域中加以讨论，以此来增进对中国现

代经济发展道路的认识。下文分为三个部分：

（１）中国现代经济发展与世界相连；（２）中国现代经
济发展道路：“共同律动性”和“道路独特性”的统

一；（３）历史回眸与思考：中国与世界。

二、中国现代经济发展与世界相连

从历史上看，亚欧大陆很早就有经贸和文化往

来。比如，汉朝时张骞的出使西域，沟通了中华文

明和域外之间的联系，丝绸之路也成为亚欧大陆文

化、经济交流的大通道。唐朝时玄奘大师的西行取

经，反映了那一时期中华文化对域外佛教的接纳和

吸收。宋朝之后，中华制度和技术向世界的广布，

尤其是向欧洲的传播，为欧洲的文艺复兴乃至工业

革命都贡献了力量。明清时期，欧洲传教士在中华

大地的活动以及天主教教义被中国上层士大夫和

下层民众的渐进认可，都说明自古以来中国与世界

的交流就不曾间断。

中国现代经济的发展同样离不开世界情境。

不论是好的影响，还是坏的因素，世界总包围在中

国的周围，中国也不能选择离开，即便是有封闭的

想法或者是被世界赋予一个封闭隔绝的环境时，也

不能阻断世界和中国的联系。因此，审视中国现代

经济发展需要注意世界因素，甚至于需要一种“全

球史观”。因为“现代世界是一个由不同国家民族

不同力量在不同领域的相互创造生成的系统，离开

了这个系统，任何所谓普遍有效的假设，诸如理性

或进步、自由，都不足以成为历史的尺度。”［１］

第一，工业化建设起点。这个起点是与世界相

关的。首先是中国工业化建设的物质基础的薄弱。

据麦迪森（ＡｎｇｕｓＭａｄｉｓｏｎ）估计，１８２０—１９５２年期
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年增长

率分别为０．２２％和－０．０８％，欧洲则分别为１．７１％
和１．０３％。［２］１９５２年，中国在全球 ＧＤＰ中所占的份
额比例从１／３降到了１／２０，它的实际人均收入已经

降低到世界平均水平的１／４。［３］根据国内学者的研
究，１９４９年新中国刚刚成立时，全国工农业的总产
值只有４６６亿元，人均国民收入只有６６．１元。［４］在
工农业总产值中，农业总产值的比重占到８４．５％，
工业总产值比重为１５．５％，而重工业产值占工农业
总产值的比重仅为４．５％。［５］总之，“１９世纪后半叶
以来，由于中国封建统治的顽固和外国帝国主义的

入侵，中国近代的生产举步维艰，生产力发展水平

严重滞后了。”［６］其次是被封锁的国际环境。新中

国成立前的“七届二中全会”前后，毛泽东曾暗示对

美国要有一个和解的政策。他说：“剩下的帝国主

义的经济事业和文化事业，可以让它们暂时存在，

由我们加以监督和管制，以待我们在全国胜利以后

再去解决。”［７］１４３４１４３５在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上的

讲话中，他又强调：“中国人民愿意同世界各国人民

实行友好合作，恢复和发展国际间的通商事业，以

利发展生产和繁荣经济。”［７］１４６６１９４９年５—６月间，
中共也曾通过原燕京大学的学生黄华同美国驻华

大使司徒雷登（ＪｏｈｎＬｅｉｇｈｔｏｎＳｔｕａｒｔ）有所接触，希望
中美关系得到改善。［８］但这一诉求并没有实现。抗

美援朝以及由此而引致的台湾问题则加剧了中美

之间的对立。结果是，中国在建国之初就面临一个

被封锁的国际环境。

第二，建国初期工业化道路和模式的选择。中

西文化、制度和经济的直接碰撞，尤其是鸦片战争

失败，大大刺激了古老帝国。这使得工业化、现代

化成为近代以来中国仁人志士的不懈追求，他们从

各种角度进行“求解”：洋务运动，百日维新，辛亥革

命等。“求解”的背后隐含着中国和世界的紧密联

系。洋务运动秉承的理念是“中学为体、西学为

用”，主要诉求是技术上进步；百日维新反映的是制

度变革的期盼；百日维新的失败造就了一场彻底变

革封建制度的需求，即为辛亥革命。当然，这些努

力都没有根治中国主权不完整的痼疾，没有将西方

列强真正地拒之门外。马克思理论和苏联的“十月

革命”为中国送来了“新思想”，在这种思想影响下，

１９１９年爆发了“五四运动”。１９２１年，中国共产党
成立。经过多年的战争，１９４９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对于中国历史来说，这是一个标志性事件。中

国的主权重新获得了完整，中国社会恢复了稳定，

中国有了进行工业化建设的条件。在马克思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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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指导下和苏联榜样力量的影响下，中国选择了社

会主义道路，而且采取计划经济模式进行大规模工

业化建设。在当时的知识存量下，这是一个合理而

且现实的选择。因为，苏联经济通过计划经济模式

在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增长，其经济
增长速率之高让西方工业化国家刮目相看。而且，

在当时受封锁的环境下，中国面临着经济快速崛起

的政治任务。尽管 ２０世纪 ３０年代以米塞斯
（ＬｕｄｗｉｇｖｏｎＭｉｓｅｓ）和哈耶克（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Ａｕｇｕｓｔｖｏｎ
Ｈａｙｅｋ）为代表的一批奥地利经济学家与以奥斯卡
·兰格（ＯｓｋａｒＬａｎｇｅ）为代表的拥护“市场社会主
义”的经济学家之间就苏联模式有过一场争论，但

大萧条并没有让米塞斯和哈耶克占据上风。

第三，计划经济时期的技术引进。在以美国为

首的全球绝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对中国进行封锁、

禁运的环境下，新中国只有接受苏联和东欧国家的

资金、技术和设备援助。通过以“１５６项”为核心、以
９００余个大中型项目（限额以上项目）为重点的工业
建设，使中国大地上史无前例地形成了独立自主的

工业体系雏形。［９］大约有１．２万名苏联技术专家来
到中国，２．５万多名中国技术专家和成千上万的中
国学生被派往苏联。［１０］当然，中国是通过等价交换

来获取援助的，即为苏联提供了其稀缺的廉价农产

品、稀有矿产资源等。苏联能够援助中国也是为了

增强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正如赫鲁晓夫所言：“我

们对中国的援助不是无私的，是有私的。因为我们

援助了中国，中国强大了反过来也就是对我们苏联

的支持。”［１１］通过技术设备引进，中国工业技术水平

有了很大的提高，达到了世界２０世纪４０年代的水
平。１９６０年，前苏联单方面撕毁合同，撤走专家技
术人员，中国一些建设项目被迫中断。从１９６３年开
始，中国从日本、联邦德国、英国、意大利、法国等国

家引进了石油、化工、冶金、矿山、电子和精密机械

等方面的技术和设备，部分地填补了中国工业的空

白。２０世纪７０年代，随着中美关系的改善，中国与
西欧国家关系的最大障碍得以消除，中（西）欧关系

揭开了新篇章，同时，中日邦交关系实现正常化，中

国迎来了第三次技术引进。１９７３年初，国家计委按
照周恩来的要求，向国务院提交了《关于增加设备

进口、扩大经济交流的请示报告》，建议利用西方处

于经济危机、引进设备对我有利的时机，在今后三

到五年内引进４３亿美元的成套设备（其中包括已
经批准的 １２．５亿美元进口设备），史称“四三方
案”。引进的重点是解决吃穿用的问题，加强支农

工业和基础工业。这次引进，基本上体现了２０世纪
６０年代以后国际上的技术革新趋向。［１２］

第四，“大跃进”。“一五计划”提前完成，并且

取得了较好的经济效益。这大大增强了中国政府

和人民的自信心。同时，国际社会主义建设高潮的

出现，给毛泽东和党中央在心理上产生一种紧迫感

和危机感，促使急躁冒进的心理形成。１９５７年 １１
月２日至２１日，毛泽东率领中国代表团访问莫斯
科，参加“十月革命”４０周年庆典时，认为国际共产
主义运动的团结和苏联的两颗人造卫星上天，标志

着两大阵营力量对比的新的转折点。并说，现在不

是西风压倒东风，而是东风压倒西风。当赫鲁晓夫

表示１５年后，苏联可以超过美国时，他也强调：“我
也可以讲，１５年后我们可能赶上或者超过英国。１５
年后，在我们阵营中，苏联超过美国，中国超过英

国。到那个时候，我们就无敌于天下了，没有人敢

同我们打了，世界也就得到持久和平了。”［１３］为了加

快工业化步伐，“毛主席觉得可以探索一种更高的

发展速度，把群众发动起来，而且把全国发动进来，

生产一定会大跃进。”［１４］然而，“大跃进”和随后开

始的“文化大革命”无疑是负面的。据美国华人学

者邹至庄的估计，如果没有这两场运动，１９９０年的
人均产出和消费可能是实际观察值的２．７倍。［１５］追
溯这两场运动之因，固然离不开中国自身的责任，

包括体制、文化等，但世界经济格局对领导人所施

加的认知上的影响也是不容忽视的。

第五，改革开放。２０世纪 ８０年代以来，世界
格局出现由两极化向多极化发展，这让中国领导

人认识到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主题。１９８５年
３月４日，在会见日本商工会议所访华团时，邓小
平明确地阐述了他关于当代世界主题的观点：“现

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

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

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概

括起来，就是，东西南北四个字，南北问题是核心

问题。”［１６］１０５为了发展经济，中国必须改革开放。

他说：“如果从明朝中叶算起，到鸦片战争，有３００
年的闭关自守。如果从康熙算起，也有近 ２００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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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闭关自守。把中国搞得贫穷落后，愚昧无知。

……历史经验教训说明，不开放不行。”［１６］８９９０“根

据中国的经验，把自己孤立于世界之外是不利的。

要得到发展，必须坚持对外开放、对内改革，包括

上层建筑领域的政治体制的改革。中国执行开放

政策是正确的，得到了很大的好处。如果说有什

么不足之处，就是开放得还不够。我们要继续开

放，更加开放。”［１６］２０２改革开放当然也离不开毛泽

东等老一辈领导人的努力。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世界
格局的变化赋予了中国改善与发达国家关系的契

机，这“为以后实行对外开放作了铺垫”。［１７］１６改革

开放的另一个推动力是中国与西欧、日本等国的差

距。１９７８年５月，中央派谷牧率代表团考察西欧。
结果是看到中国与欧洲各国在经济、科技等方面的

巨大差距。同年秋天，邓小平访问日本，指出：“我

们要向一切发达国家请教，向第三世界穷朋友中的

好经验请教。”［１７］５８因为，日本７０年代的增长速度非
常高。中日差距逐渐加大，如果不改革开放是没有

出路的。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中日两国 ＧＤＰ还大体相
当，而到了１９８０年，日本已经是中国的４倍。１９７８
年１１月，邓小平访问新加坡，也看到了加强对外经
济联系，积极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的重要性。这一时

期，英美等发达国家的经济和科技继续在世界上领

跑。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末，世界上第一个试管婴儿在
英国出生，美国正掀起新科技革命的浪潮。这一

切，都促使中国要摆脱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

长期束缚，从困境中重新奋起，赶上国际上的新一

轮科技浪潮，在坚持独立自主的前提下，汇入世界

文明潮流。

第六，转轨目标的选择。中国在转轨初期并没

有明确的蓝图，而是采取了“摸着石头过河”策略。

在开放实践中，广东、福建先行，深圳、珠海、汕头和

厦门成为四个经济特区，作为吸引外资和技术以及

文化观念、利用中国劳动力比较优势发展经济的平

台和窗口。在农业改革实践中，尊重农民自发的选

择———非集体化，１９７９年的中共“十一届四中全会”
把这种制度变迁定义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工业上的放权让利同时展开。随着政府“有形之

手”的不断退出，家庭、企业重新回到市场上，通过

市场“无形之手”对资源进行配置。到１９９２年，邓
小平的“南巡”和中共“十四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制度才正式确立为中国制度变迁的目标。中国经

济市场化改革道路的选择，实际上不是个人主观意

志的产物，而是一种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择。因为，

市场经济制度是人类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经过自

然淘汰不断优化而保留下来的最适宜的经济发展

道路，发达国家之所以经济发达就是因为较早选择

了市场经济制度。无论是欧洲的英国、德国、法国，

还是美洲的美国以及东亚的日本以及“亚洲四小

龙”，都无一例外地选择了市场经济制度。市场机

制的优势在于，它符合了个人自利的天性，具有内

生的激励机制和持续发展的动力；以此为核心的经

济制度，能够有效地配置社会资源，大大提高制度

运行的效率。这既是经济学研究一致的结论，也是

人类社会实践文明的成果。中国历史上也具有市

场经济传统。

第七，比较优势的发挥。从经济增长速度、人

民生活水平、ＧＤＰ总量等多方面看，中国经济改革
无疑是成功的。林毅夫把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功归

功于比较优势战略。这一优势战略与“亚洲四小

龙”的发展战略具有一致性。“亚洲四小龙”的成功

特点是，在经济发展的每个阶段上，都能够发挥当

时资源禀赋的比较优势，而不是脱离比较优势而进

行赶超。当然，“亚洲四小龙”由于经济规模太小、

人均拥有的自然资源太少也不能推行重工业优先

发展战略。［１８］在利用比较优势过程中，中国不仅获

得了技术和资本，还取得了经济的高速增长。这符

合格申克龙（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Ｇｅｒｃｈｅｎｋｒｏｎ）的“相对落后
假说”和巴罗（ＲｏｂｅｒｔＪ．Ｂａｒｒｏ）的“经济增长率的收
敛假说”，即在经济发展初期，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

距越大，引入先进技术的余地就越大；初期的经济

发展水平较低，资本的边际生产力就越大。发挥比

较优势的另外一种表达是郜若素（ＲｏｓｓＧａｒｎａｕｔ）的
总结：恰当的地方和恰当的时间。恰当的地方是指

东亚。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早期的日本以及２０世纪８０
年代中期的新型工业化国家进行了劳动密集型产

品的结构调整，有助于增加中国与东亚各国的国际

贸易额和投资额。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后期中国与中
国台湾地区和韩国的政治气氛缓和也促进了中国

与东亚的贸易和投资。即使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
日本出现了经济停滞，日本的结构性变化仍然需要

大量的进口和对外投资。恰当的时间是指日本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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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亚国家已经走过向发达国家出口劳动密集型产

品的路了，一方面为中国开拓了空间，另一方面也

为中国做了榜样。另外，华人华侨正准备在中国寻

求投资的机会。［１９］

第八，加入 ＷＴＯ，全面融入世界。中国改革开
放后，陆续加入了一些国际组织，比如国际货币基

金组织（ＩＭＦ）、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等。世界银
行、ＩＭＦ和国际贸易组织构是世界经济的三大支柱。
随着经济的发展，中国与世界经济变得不可分离，

与世界各国的贸易关系越来越趋于紧密。在技术、

制度不断创新的条件下，国际分工与协作的速度越

来越快，经济全球化的广度和深度达到了一个新的

水平。如果说，地理大发现后的经济全球化体现的

仅是市场和产品的竞争，那么，２１世纪的经济全球
化则更多地体现了资本、技术、制度等方面的竞争。

中国经济已经驶入了世界经济发展的快车道，参与

国际分工，发挥比较优势产业，实现国内产业的“规

模经济”，中国应该更加顺应世界经济发展趋势。

因此，中国在２００１年加入了 ＷＴＯ，全面融入世界。
从２００２年开始，中国的对外贸易水平有了显著的
增长。

第九，危机与应对。中国从世界上获得的不仅

是技术、资本和市场经济文化，实际上，自由市场经

济所固有的一些弊端也给中国施加了影响。比较

典型的是１９９７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和２００８年的国际
金融危机。当今的经济全球化以金融财政扩张为

特征，在资本流动越来越自由和金融工具不断创新

的条件下，技术、经济和制度之间的张力容易导致

资本投机以至于引发金融危机，并演化为经济危

机。１９９７年的金融危机是泰国等东南亚国家经济
发展的内在问题所致，也是索罗斯的量子基金攻击

泰铢的结果，即金融资本在全球化扩张中追求利润

的结果。这场危机影响了中国向东南亚国家的出

口，也开启了中国启动国内消费市场的先河。由于

采取了适宜的制度变革（比如住房制度改革、教育

制度改革），中国经济没有受到很大影响。２００８年
的金融危机肇始于美国，因此，对世界影响较大，欧

洲、日本无一幸免。面对这场危机，世界各国积极

面对，中国政府更是启动了一揽子计划来恢复紧缩

的信贷。２００９年，中国成功“保八”，超出了预期，成
为世界上率先走出低谷的国家。

三、中国现代经济发展道路：“共同律动

性”与“道路独特性”的统一

历史上，亚欧大陆就存在着共同的历史律动，

只不过这种律动不是经济、文化力量所主导，而是

基于所分享的自然环境和气候。比如，在气候恶化

的条件下，游牧民族由北向南侵入农耕世界，由此

便引发了东西国家的动荡和更迭。地理大发现以

来，不同的文明和国家在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更加

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基于自身的文化传统和分享的

世界历史经验进行着互动和创造。中国现代经济

发展道路体现了这一过程中的共同律动性，即与世

界结构转换相联系，与世界历史演化大趋势相吻

合；同时，由于文化、制度传统等方面的不同，在道

路上也呈现了一些独有特点。

卡尔·波兰尼（ＫａｒｌＰｏｌａｎｙｉ）认为市场经济社
会的发展实际上受到两个完全相反的力的作用，一

个作用力是人们释放市场力量的努力，一个作用力

是人们保护社会的努力。［２０］各国在１９世纪末的工
业化进程中，纷纷释放出市场的力量。但是，释放

出来的市场的力量极具破坏性。到了１９１３年，支撑
经济全球化的旧的国际经济秩序被摧毁，并使全球

化的过程出现逆转，即保护社会的力量成为主导。

在以后的３０年间，工业化国家中出现了三种不同的
道路或模式选择：第一种就是１９１７年十月革命之后
出现的苏联社会主义；第二种是以德意日为代表的

法西斯主义；第三种是以美国罗斯福新政为代表的

自由主义。这种世界经济结构的历史性变动直接

作用于中国。作为一个历史悠久和经济文化都曾

经发达的国家，中国形成了一整套自洽的世界观，

对文化、制度、技术也有充分的自信。然而，在第一

次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所主导的经济全球化进程中，

中国不仅失去了自己的领先优势，还要被迫应对来

自西方的市场文化和制度。直至２０世纪初共产主
义的兴起，中国才找到与本土文化天然相容的，同

时又能迅速发展经济的新模式，即苏联的社会主义

道路。

苏联、中国、东欧选择社会主义道路本身就选

择了通过国有化来保护社会，并同时发展经济的道

路。与此同时，西方发达国家也调整制度结构，降

低私有制比重，加大国有化力度。这与波兰尼的保

护社会运动相一致，即重新实现社会对市场的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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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或将市场的作用限制在社会能够控制的限度

内，并克服自由市场经济的弊端。第二次世界大战

结束后初期，法国全国抗敌委员会的纲领就规定：

“大型国有化生产资料归国家所有。”［２１］从１９４４年
底到１９４６年期间，政府先后将雷诺汽车公司、法兰
西电力公司、法兰西煤气公司、法兰西银行、里昂信

贷银行、国民工商银行、巴黎国民贴现银行以及３０
多家保险公司收归国有，从而部分地掌握了控制国

家经济命脉的能源、交通运输和金融等重要经济部

门。１９４６年底，法国国有企业在能源领域的比重高
达９０％，在金融领域的比重接近５０％。

英国从１９４５年到１９５１年也推行以经济计划化
为主体的改革政策。国有化即是这一改革的主要

内容，先后将英格兰银行、煤矿、航空、电报和无线

电通讯、运输、电力、煤气和钢铁等行业实现国有

化。德国在国民经济恢复期间，也对涉及国计民生

具有战略意义的经济部门实行国有化或国家控股、

参股，２０世纪５０年代早期，国家在煤、焦炭、石油、
生铁和钢的生产方面的份额占总产量的２０％以上，
在汽车制造、炼铁、炼铅和炼锌方面占 ５０％，炼铝
７０％。［２２］日本战后也建立了相当数量的公有企业，
主要分布在：铁道、公共汽车、航空、邮政、电话、电

信、广播、电力、煤气、自来水等部门。美国的国家

所有制，整体说来不如西欧国家发展迅速，但战争

期间，美国政府也一度用财政拨款兴建了一些国有

企业，特别是军工部门，其中政府投资超过了９０％
以上。这些制度性变革反映了对抗自我调节市场

的社会保护运动的兴起。

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以后，中国经济走到了崩溃的
边缘。主要症结是计划经济模式（苏联也遇到了同

样问题）。为了改变这种状况，中国于１９７８年开始
了改革开放进程。中国改革开放从某种角度上来

说与世界经济向自由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暗合。

即缩小政府权力边界，让个人和企业在市场交换中

体现自由，释放市场力量。这符合波兰尼的“大转

型”思想，市场“脱嵌”社会的力量再一次占了上风。

不仅中国是这一趋势的体现者，西方发达国家同样

如此，一个显著表现就是重新私有化，重新强调自

由市场的力量。

重新私有化的浪潮是１９７９年由英国发端的，逐
步波及西德、意大利、日本、瑞典、西班牙、葡萄牙、

比利时、法国和加拿大等国。１９７９年５月，信奉美
国芝加哥大学教授米尔顿·弗里德曼（Ｍｉｌｔｏｎ
Ｆｒｉｅｄｍａｎ）货币主义的撤切尔夫人出任英国首相，她
主张：只有限制政府干预经济，发挥个人的创造力，

实行市场经济，才能使英国摆脱困境。因此，她对

将近２０家国有企业实行了私有化，其中包括英国宇
航公司、电报和无线电公司、布里托尔石油公司和

英国电信公司等。联邦德国也紧步其后尘，制定了

调整的方针：先将工业公司实行私有化，然后逐步

向金融、旅游和其他行业扩展，最终打算出卖国有

企业的全部股份。法国希拉克总理上台后，也摒弃

了前社会党政府的干预政策，大胆实行了自由主义

方针，逐步取消对金融市场和外汇市场的管理，放

开加工产品的价格，削减法人税，放宽对临时解雇

的限制等。此外，日本、荷兰、丹麦、葡萄牙、瑞典、

西班牙、比利时等也开始实行全面的私有化。

当然，这种共同律动性并不能抹杀每一个国家

工业化建设路径的多样性。由于文化、历史、资源

禀赋等诸多因素的不同，每一个国家在工业化进程

中都呈现了独有的“个性”。因为，“历史和地理条

件对于经济、社会和制度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同

时，它们对经济政策也有显著的影响。”［２３］

作为工业革命的诞生地，英国是世界上第一个

实现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型的国家。依赖于

企业家的创新精神，英国率先突破了马尔萨斯陷

阱，实现了现代经济增长，从而导致社会变革，实现

了工业化、现代化和城市化，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

高。英国实现工业化之后，世界各国都开始了工业

化追赶进程。但基于自身的文化、资源禀赋、社会

结构等条件，每一个后发工业化国家的追赶道路都

是不同的。

法国道路不同于英国，它的道路受到社会结

构、自然资源和国家战略等因素的影响。法国的重

商主义没有使商人地位得到本质提高，特权阶级仍

然占据着社会的上层；人数众多的小农和手工业者

构成社会的底层；阶层之间封闭性较强，等级之间

流动困难，从而导致法国社会易于以激进的方

式———革命来解决结构、制度上存在的矛盾。没有

稳定的社会环境，自然导致了法国工业化的迟缓。

在自然资源上，法国的煤矿少，煤层深，开采的成本

高，因此没有诱致技术革命。法国注重发展大陆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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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而英国注重海洋战略。英国成为海上霸主之

后，获得了有利于工业化的原材料来源和销售市

场，而法国则没有这个有利条件。

德国模式特点也很鲜明。英国的资本主义是

个人资本主义，是在一个相对自由的环境下，通过

个人的自主奋斗而建构成资本主义。而德国是国

家通过有目的的制度安排和提供激励来促使国家

工业化。这个工业化模式被称为有组织的资本主

义。［２４］７０９它没有完全照搬别国的模式，而是根据自

己的国情，根据自己所处的国际环境，采取了正确

的经济发展战略来实行工业化。政府在工业化进

程中发挥了主导作用，教育和科技为工业化做出了

较大贡献。

苏联的工业化启动于１９世纪６０年代，但“俄国
工业无论在产品数量还是在劳动力规模上，都与其

生产的潜力和国家需求不相称。”［２４］７８６这种落后与

苏联的思想观念有关。在提倡西方文明的时候，强

调本国的特质以及这种特质所带来的自豪感。它

不愿意放弃对“俄罗斯精神”的追求，也不能把传统

的特质和工业化的道路很好结合。通过选择社会

主义道路，苏联开辟了另外一种工业化模式。

工业化追赶中的最成功者，当属美国。美国有

灵活的经济体系和政府强有力的指导政策，对工业

快速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而且，美国在英国的基

础上进行了工业化创新，建立了更先进的生产模

式。所以，尽管美国是一个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

但却是工业化进展最快的国家。当然，不能忽视美

国的一些得天独厚的条件，比如，美国没有封建文

化，没有集权统治的历史，没有农业社会的意识形

态，没有农业社会历史沉淀下来的风俗习惯等旧文

化的约束，没有形成利益集团和官僚集团，美国的

自然资源也非常富饶。

日本工业化也有自己的特点。首先，日本的工

业化是在政府的推动下发展起来的。其次，日本的

工业化是非西方的工业化，其中蕴含了日本的民族

精神。

与这些工业化国家相比，中国的工业化路径呈

现了自己的“个性”。先是洋务运动，试图学习西方

的“坚船利炮”，从而“师夷长技以制夷”，但由于制

度、文化等多方面原因，洋务运动尽管在工业化建

设上有了一些成就，但这种成就还不能与西方国

家，甚至与东亚的日本相比。中日甲午战争的失败

标志着洋务运动的终结，从而使人们认识到中国的

改革应该从器物层面转到制度层面。一些改革家，

如王韬、郭嵩涛、薛福成等人提出“工商立国”、“振

兴商务”、改革官制、建立议会等。１８９５年４月，日
本逼签《马关条约》的消息传到北京，康有为、梁启

超、谭嗣同等人“公车上书”，揭开了维新变法的序

幕。但维新运动最终也失败了。辛亥革命也没有

让中国获得一个稳定的工业化建设环境。最终，中

国选择了与苏联一样的社会主义道路。

同样是社会主义道路，所走的路径也是不同

的。最初，苏联和中国都是选择计划经济模式作为

工业化建设的手段。计划经济模式有其优点，那就

是能够通过国家的强制力量迅速地按计划地配置

资源，从而在短期内实现较快的经济增长。然而，

这种模式在信息交流成本不为零的现实约束下，扭

曲了经济主体行为，难以实现长期的可持续发展。

与中国相比，苏联在计划经济模式上坚持了更

长时间，并且错过了多次改革机会。直至２０世纪
９０年代初，伴随着苏联解体，俄罗斯才以一种激进
的方式重新回归到资本主义道路。但是，这种激进

的转轨并没有达到“休克疗法”专家所预期的图景，

而是经济陷入了衰退，人民生活水平持续降低。与

苏联的激进变革相比，中国早在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末
就做出了转轨的选择。中国本着一种“不管黑猫白

猫，抓住耗子就是好猫”的实用主义态度，对中国经

济体制进行改革。随着实践的发展，中国在９０年代
初明确了制度转轨的目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

制。中国的制度变革是以渐进方式进行的，在此过

程中，社会保持了稳定，政府始终引领经济航船前

行。改革开放的政府具有前瞻性以及现代化、工业

化建设的紧迫感和领导力。从经济发展的速度上

看，俄罗斯的转轨不如中国成功。转轨初期，俄罗

斯的衰退甚至超过４５％。［２５］但也并不能进行假设，
俄罗斯能够走中国转轨之路。如斯蒂格利茨所强

调的：“俄罗斯、其他独联体国家或者中东欧国家，

并不需要简单地效仿中国的转型之路。各国的经

济和社会性质都存在本质的差异，因此在政策选择

和挑战方面也会出现很大的差别。”［２３］这正是每一

个国家工业化建设的“道路独特性”使然。

四、历史回眸与思考：中国与世界

中国是世界的一部分，中国经济发展也与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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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密相关。一方面，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另一

方面，世界的发展也离不开中国。

自古以来，中国在自身发展的同时，也对世界

采取了开放的态度，吸收世界各地先进文化和技

术。商朝时产自西亚的小麦和大麦就沿着中亚、新

疆河西走廊这条渠道进入了周人的祖先居住地陕

西。张骞通西域以后，带回两个重要物种，一个是

葡萄，还有一个是苜蓿。北宋时期，越南的占城稻

传入中国，在南方普及，解决了当时中国南方对粮

食的需求。１５世纪、１６世纪的航海活动，发现了新
大陆，开辟了新航路，导致了世界格局的深刻变化，

也带来世界作物栽培史的巨大变革。从新大陆刚

传入欧洲的“新作物”同时也传到了东方。原产美

洲的甘薯、花生、玉米等在明嘉靖年间陆续传入中

国。除了这些技术传播之外，文化的影响和交流也

沟通了中国与世界。约在公元纪年前后，佛教传入

中国。佛教传入中国后，对中国人的思想意识、民

族关系、文化艺术、风俗习惯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除了农业文明时代的交流之外，中国的工业化

建设也受益于世界的实践探索。苏联和中国在工

业化建设道路初期采取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模式。

尽管这种模式从长期上看，存在着严重的弊端，但

不能忽略的事实是短期内能够实现较快的经济增

长。这实际上是模仿发达国家劳动分工的收益。

即发达国家通过逐步的社会实验发现了劳动分工

的有效模式，经济发展的后来者可以越过劳动分工

的中间阶段而直接模仿劳动分工的有效模式，从而

进行大推进工业化。［２６］转轨后的中国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体制同样借鉴了发达国家发展自由市场经济

的历史经验和制度建构。

当然，世界作用于中国的方式不只是积极的，

也有消极的一面。中国近代的经济落后成了列强

进行资源攫取、市场占有、产品输出的理由。自从

鸦片战争失败后，中国就不断签订不平等条约，丧

失部分主权和领土。中国大地的资源，比如各种文

物、矿产都被掠夺到外国。纺织品等市场受到英国

工业品的冲击，中国文化受到西方思想的冲击。反

思这段历史，一些学者认为，中国的制度和文化是

造成落后局面的原因，中国的制度和文化的独特或

许是“李约瑟之谜”和“韦伯疑问”的答案。因为正

是这些看起来别样的制度和文化形成了中国不能

走出“马尔萨斯陷阱”、不能摘除“布罗代尔钟罩”的

原因。

但是，中国的作用却不可忽视，历史经验表明，

世界的发展离不开中国。即便是人们所熟知的、看

起来是欧洲社会自发演进成果的英国工业革命也

并非没有中国元素。东方通过开创和向欧洲传播

许多先进的“资源组合”（如技术、制度和思想），对

西方的崛起做出了积极和重要的贡献。［２７］公元６００
年后欧洲中世纪农业革命能够发生的大多数重要

技术，似乎都来自于东方（冶铁、鼓风炉、活塞式风

箱、马镫）。在公元１０００年之后，促使西方商业、生
产、金融、军事和航海革命以及文艺复兴和科技革

命的主要技术、思想和制度，都是首先在东方形成

和发展，然后才被欧洲所吸收（焦炭、水力纺纱机）。

在１７００年后，刺激英国农业和工业革命的主要技术
和科技思想都是从中国传播出去的（印刷术、火药、

指南针）。此外，中国的思想还帮助推动了欧洲的

启蒙运动（孔子自然理性思想）。［２７］

不同文明的交流是历史发展的动力。中国形

象改变了走出中世纪的欧洲人的观念，甚至诱发了

西方现代资本主义文明最初的动机与灵感。马

可·波罗（ＭａｒｃｏＰｏｌｏ）那一代旅行家发现旧世界的
最大意义是发现中国，而发现中国的最大意义是直

接导致发现新大陆。而在斯密看来，人类历史上最

伟大的两件事就是哥伦布横渡大西洋发现美洲和

达·伽马绕过好望角到达印度。遥远的中国对西

方人来说非常神秘且有着极大的吸引力，包括思想

观念、人与物产、生活方式。传教士们贩运回来的

孔夫子的哲学与中国的道德神学，在欧洲的思想界

产生了影响，中国思想与制度，成为精英阶层的文

化时尚。总之，“１５００—１８００年的３个世纪，是中国
对欧洲乃至整个世界产生较强影响的时期，而后来

的两个世纪（１８００—２０００年）恰好相反，是欧洲和北
美的西方文明在向中国施加影响。”［２８］

近年来，随着中国现代经济的发展，中国工业

化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１９７８年开始改革开放
以来的三十年间，中国年均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率

达到９．８％。在人类历史上，只有七个国家（地区）
曾经以７％以上的年增长率持续增长超过三十年，
中国是其中之一，而且是其中最大的经济体。不仅

如此，中国还完成了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平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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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型，没有出现其他转型国家那样剧烈的经济和政

治波动。这引发了“中国奇迹”、“中国道路”、“中国

模式”等诸多判断。当然，中国是否形成了所谓的

中国模式或道路，还需要历史证明。但无论如何，

当中国成为世界经济的主要部分时都不值得惊诧，

因为，中国曾经就是世界经济的中心。未来或许也

会再次证明，中国能为世界作出独特的贡献。

参考文献：

［１］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Ｍ］．北京：高等教

育出版社，１９９８：２．

［２］安格斯·麦迪森．世界经济千年史［Ｍ］．北京：北京大学

出版社，２００３：１１０．

［３］安格斯·麦迪森．中国经济的长远未来［Ｍ］．北京：新

华出版社，１９９９：１４．

［４］林毅夫，蔡窻，李周．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

［Ｍ］．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４：３０．

［５］马洪，孙尚清．中国经济结构问题研究［Ｍ］．北京：人民

出版社，１９８１：１０３．

［６］吴承明，董志凯．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１９４９—１９５２）

［Ｍ］．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０：３３３４．

［７］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４卷）［Ｍ］．北京：人民出版社，

１９９１：１４３４１４３５．

［８］郝平．无奈的结局：司徒雷登与中国［Ｍ］．北京：北京大

学出版社，２００２：３８２３８５．

［９］董志凯，吴江．新中国工业的奠基石：１５６项建设研究

［Ｍ］．广州：广东经济出版社，２００４：前言．

［１０］吉尔伯特·罗兹曼．中国的现代化［Ｍ］．南京：江苏人

民出版社，２００３：２１６．

［１１］丁明．回顾与思考———与中苏关系亲历者的对话［Ｊ］．

当代中国史研究，１９９８（２）：２０３６．

［１２］马泉山．新中国工业经济史（１９６６—１９７８）［Ｍ］．北京：

经济管理出版社，１９９８：１１１．

［１３］廖盖隆，等．中华人民共和国编年史［Ｍ］．郑州：河南人

民出版社，２０００：１５９．

［１４］胡乔木．胡乔木回忆毛泽东［Ｍ］．北京：人民出版社，

１９９４：１４．

［１５］邹至庄．中国经济转型［Ｍ］．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

社，２００５：１５１．

［１６］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３卷）［Ｍ］．北京：人民出版

社，１９９３：１０５．

［１７］李岚清．突围：国门初开的岁月［Ｍ］．北京：中央文献

出版社，２００８：１６．

［１８］林毅夫，蔡窻，李周．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

［Ｍ］．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４：

１０５１２４．

［１９］林毅夫，姚洋．中国奇迹：回顾与展望［Ｍ］．北京：北京

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６：３３３４．

［２０］卡尔·波兰尼．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

［Ｍ］．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７：１１２．

［２１］弗朗索瓦·卡龙．现代法国经济史［Ｍ］．北京：商务印

书馆，１９７９：２６３．

［２２］卡尔·哈达赫．２０世纪德国经济史［Ｍ］．北京：商务印

书馆，１９８４：１６０．

［２３］斯蒂格利茨．发展与发展政策［Ｍ］／／斯蒂格利茨经济

学文集 （第 ６卷 下）．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

２００７：４８８．

［２４］Ｍ·Ｍ·波斯坦．剑桥欧洲经济史：第七卷［Ｍ］．北京：

经济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４：７０９．

［２５］劳伦·勃兰特，托马斯·罗斯基．伟大的中国经济转型

［Ｍ］．上海：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６２．

［２６］杨小凯．经济改革与宪政转轨［ＥＢ／ＯＬ］．价值中国网，

（２００４１０１７），［２０１００６１３］．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ｈｉｎａｖａｌｕｅ．

ｎｅｔ／Ａｒｔｉｃｌｅ／Ａｒｃｈｉｖｅ／２００４／１０／１７／１４６７＿６．ｈｔｍｌ．

［２７］约翰·霍布森．西方文明的东方起源［Ｍ］．济南：山东

画报出版社，２００９：５．

［２８］孟德卫．１５００１８００：中西方的伟大相遇［Ｍ］．北京：新

星出版社，２００７：１３．

（编辑：夏　冬；校对：杨　睿）

９５

隋福民：从世界经济史视域看中国现代经济发展


